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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策执行: 虚与实的语言
*
①

赵 锋＊＊②

摘 要: 政策执行文献虽然有着长期的积累和发展，但是成

功和失败的话语却主导了整个文献。本文试图通过澄清政策执行
问题的内涵，进而质疑执行研究的观念基础，即执行的 “成败
说”或“梗阻说”。本文认为政策执行问题实际包含三个层面的
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 政治意图和公共需求，文本链和文本
丛，常规调整。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组织问题又贯穿执行问题的
所有层面。最后，本文提出，因为政策执行的 “成败说”和 “梗
阻说”忽略了执行问题的复杂性，所以应当用虚和实的语言，替
代不正确的“成败说”和 “梗阻说”，以便更合理地探讨政策执
行中复杂的虚实转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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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缘起

自有政治以来，就有政策的执行问题; 自有政治学以来，政策执行就

是其中的重要议题 ( Hill ＆ Peter，2002) 。然而，政策执行成为一个相对独
立的研究领域，则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1973 年，普雷斯曼 ( Pressman)
和威尔达夫斯基 ( Wildavsky) 写了一部名为 《执行》的书 ( Pressman ＆
Wildavsky，1984) 。此后，“执行”文献日积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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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戈金等写作《执行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过去近 20 年来，
执行研究的学者可分为三代 ( Goggin et al. ，1990 ) 。第一代学者以普雷斯
曼和威尔达夫斯基为代表，特点是以个案研究为主，对政策的执行偏于失

望，较少提炼理论。第二代学者以马兹曼尼安和赛巴迪为代表，着力于发
展分析框架，重视多案例的比较，不再用失望的情绪看待政策执行 ( Saba-
tier ＆ Mazmanian，1980; Hjern ＆ Porter，1981) 。戈金等自命为第三代代表，
力主科学地、多学科地研究执行问题，试图系统地囊括影响政策执行的诸
因素，讲究概念的操作化和变量的测量。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西
方发达国家新行政运动的发展，政策执行研究文献大幅减少 ( Hill，
1997) 。直至 21 世纪初，政策执行研究才借着治理理论又复兴了 ( Barrett，
2004) 。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执行研究共经历了四代，
前三代是连续的，第四代是复兴的。
政策执行研究既是理论的，也是应用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又都可以归

入三种视角 ( Sabatier，1986; Winter，1999; O'Toole，2000) 。这三个视角分
别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自下而上”的视角和综合的视角。“自上而
下”的视角以政策为起点，以执行为中程，以效率为终点，视行政的等级
结构为当然，专注考察上级意图为下属贯彻的可能性和影响因素 ( Meter ＆
Horn，1975; Bardach，1977) 。“自上而下”的视角还特别重视为实践者提
出普遍适用的政策建议。比如，主张澄清政策目标，强调执行评估和控
制，提倡执行学习和政策改进。“自下而上”的视角则注重对政策末梢执
行者 ( 所谓街区层官僚) 的经验研究，认为在具体的地方环境中，政策最

底层的传递者和接受者 ( 政策的目标对象) 遵循特殊的行动逻辑，不同于

宏观水平上的政策执行 ( Lipsky，1971) 。来自上层的政策对下级的影响不
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 政策执行的难度不在上，而在下。其潜台词是，
政策制定首先要考虑地方上会怎样具体执行。基于对 “自上而下”和 “自
下而上”两种视角的批判，第三代学者纷纷从理论、方法、建议诸维度，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的学者倡导革新方法论，提出 “逆映现” ( back-
ward mapping) 法 ( Elmore，1979) 。有的学者根据政策内容的冲突性质和
模糊性质，划分出四种执行类型———行政执行、政治执行、实验执行、象
征执行，并指出各类型执行的难点 ( Matland，1995 ) 。还有学者提倡用组
织的网络分析、组织间关系分析、制度分析做理论综合 ( 丁煌、定明捷，
2010; Montjoy ＆ O'Toole，1979; O'Toole ＆ Montjoy，1984; O'Toole，1988，
1993) 。第四代学者则结合治理理论和多层次方法，综合上下两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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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coin，1990; Barrett，2004) 。
中国国内的政策执行文献可分作两条脉络。一条脉络，源自政府管理

系或公共管理系学者的研究 ( 庄垂生，2000; 丁煌，2002; 钱再见、金太
军，2002; 丁煌、李晓飞，2010; 贺东航、孔繁斌，2011、2019; 吴明华、
顾建光，2013; 薛澜、赵静，2017; 王诗宗、杨帆，2018 ) 。这一系文献
受国外执行研究理论的影响，注重讨论政策执行问题的特征，善于结合中

国的特殊国情，分析影响国内政策执行的诸多因素，还善于结合实际提出

中肯的对策建议。不过，这一系文献较少从事细致且规范的经验研究，也
不甚注重理论的综合发明。另一条脉络多来自社会学领域，尤其以经济社
会学、组织社会学学者为主 ( 王汉生、王一鸽，2009; 周雪光，2009; 周
雪光、艾云，2010; 艾云，2011; 周雪光、练宏，2011; 折晓叶，2014;
黄晓春、周黎安，2017; 周飞舟，2019 ) 。当然，也有制度经济学学者的
贡献 ( 周黎安，2007 ) 。这一系学者的贡献不在于政策执行概念、问题、
模式、理论的澄清和对策建议的提出，而是透过政策执行的组织和制度条
件的研究，间接地为说明政策执行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贡献了许多知识。
他们常通过精彩的案例分析，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此外，他们提
出的建议往往是含蓄的，持一种批评的态度。
前面之所以先为政策执行研究勾勒一个极简的轮廓，是要以此为背

景，提出本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何政策执行会成为 “谜题”? 为何
研究者都从成功和失败的观点出发来探讨执行问题? 为何国内的学者热衷

用“失真”“梗阻” “变通”这类词来检讨执行问题? 核心问题是，在所
有涉及执行研究的文献中，执行问题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注意到，成功和失败的话语主导了整个政策执行文献。例如，普
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的著作叙述了美国联邦政府为推进贫困黑人和少数

族裔就业，而在奥兰多市进行的一项实验项目的失败过程，其分析焦点也

在于该项目失败、拖延的诸多原因 ( Pressman ＆ Wildavsky，1984) 。再如，
国外第三代执行研究代表戈金等提出的 “政府间政策执行的沟通模型”
( the communications model of inter － gover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其
因变量也是州执行 ( 执行与否、成功与否) ( Goggin et al. ，1990) 。有学者
将政策执行的“阻滞”定义为政策执行过程因某种消极因素的影响而出现
不顺畅乃至停滞不前，进而导致政策目标不能圆满实现甚至完全落空的情

形 ( 丁煌，2002) 。还有学者将政策执行 “失真”定义为 “公共政策在执
行过程中出现的与政策内容不符、偏离政策目标、违背政策精神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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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阳，2006: 31) 。这类定义虽然没有直接用成功和失败的两分归类，
但其潜在假设依旧是政策执行有成败。至于百姓常说的 “上面的政策是好
的，就是下面的人弄坏了”，也潜含“成败论”、“对错论”和“真假论”。
本文所要质疑的，正是执行研究的观念基础，即执行的 “成败论”。

执行研究可以用“成功和失败” “畅通和阻滞” “遵循和违背”这类观念
来引导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厘清 “政策执行问题”的
意涵; 本文还认为，通过进一步澄清 “政策执行问题”的意涵，也许能够
为执行问题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做出间接的贡献。

二 一个思想实验

为了说明政策执行的含义，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开始。
可以设想如下情景。炎炎夏日，有主仆二人，共处一室。主人对仆人

说: “快点，把门窗打开，凉快凉快。”听了主人的话，仆人马上开了门和
窗。这一看似简单的情景，同政策的执行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它形象地
反映了命令的关系和命令的内容。这个简单情景同政策执行的相似处在于
可以把情景中的命令 ( “把门窗打开，凉快凉快”) 看作政策; 于是，命令
的实现 ( 打开了门和窗) 就等同于政策的执行。由此，分析者经常想当然
地把政策执行看成类似于命令的下达和命令的完成过程。然而，本文想指
出，首先这个情景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简单，其次政策执行同这个看上去

相似的情景有许多重要的区别。
我们先检视一下这个看似简单的情景。
先检视一下命令。在这个情景中，命令是主人对仆人的符号沟通。在

命令沟通中，主人为仆人的未来行动设定了 “情境” ( the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 Thomas，1923) 。这个情境包括当下处境的感知 ( 现状) 、对未
来处境的设想 ( 目标) ，以及改变当下处境的方法 ( 手段) 。命令沟通中的
仆人则需要通过“诠释”方法，把主人设定的情境转译为自己的 “真实”
情境。
一旦仆人形成了自己的情境 ( 或说现实地转译了主人设定的情境) ，

他就需要根据情境设定中的目标和方法，依赖现有的条件，努力行动。在
这个阶段，行动的实施由行动者实现目标的意愿以及自身的能力共同决

定。虽然整个情景是以命令和命令的完成为核心，但它还必然包含其他的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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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主人对外在环境的感知，并把他自己的主观感知转化成处境定义

的过程。在情景中，“炎炎夏日”是具体的客观环境，而室内的闷热则是
主人的主观感受。当主人意识到他和仆人共处一室时，于是他设想，他可
以命令仆人打开门窗，从而改变室内的闷热状态。
二是主人对完成情况的评价。完成评价可能包含两个方面，主人对完

成状态的感知是否同完成状态的预期一致，以及主人对仆人完成过程的感

知是否同完成过程的设想一致。只有当评价完成时，整个命令过程才真正
结束。
三是情景中的主仆有命令的关系。命令的关系是基于命令双方以往的

互动经验而形成的认知和反应系统。在主人这一边，命令关系是指基于过
往仆人有效完成主人命令的经验，自己当下的命令能够被有效完成的可能

性; 在仆人这一边，命令关系则指基于主人对自己过往完成的评价和奖

惩，自己的行为受到 ( 或不受) 主人命令约束的可能性。
经过检视，本文发现，这一简单的情景包含以下要素: ( 1) 主仆之间

的命令关系; ( 2) 主仆的外在环境和他们的当下处境; ( 3) 主人对处境的
定义; ( 4) 主人对仆人的命令沟通; ( 5) 仆人的行动努力; ( 6 ) 主人对
完成情况的评价。诸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命令过程。命令过程的起
点是具体的客观环境，以及主仆二人的处境。由环境和处境引出主人对处
境的定义，再由主人的情境设定仆人的情境，而后发生仆人的努力行动和

处境的改变，最后有主人对仆人的行动和处境改变的评价。
政策执行过程与命令过程很相似，但是政策执行过程和命令过程又是

非常不同的。
政策执行过程同上述命令过程的首要区别是政策执行过程始终与公众

相关。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客观环境是公共的需求，公众的需求对政府造成
的压力是政府处境的主要因素，政策执行者的执行对象则是公众的行为。
政策执行过程同命令过程的第二个区别是，政策执行过程始终涉及政

治关系和政治过程中的行政关系和行政过程。政府内部的行政关系和行政
过程既受到政治体制的约束，它本身也会影响政治体制的发展。
政策执行过程和命令过程还包括形式上的区别: 客观环境的一般性、

情境沟通的模糊性、执行人的非专门性。参照主仆情境，我们可以知道，
命令的客观环境是非常具体的，可能是某一年、某一天、某一时刻。正因
主仆二人共同面临的处境是具体的，命令的内容也完全同具体处境有关，

并借由具体处境中诸多可意会而无须表达的事项，命令的内容才得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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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此外，命令的执行人是专门的，或是张三或是李四，或是张三和李
四，但不能是张三或李四，否则命令是没法执行的。政策则不同。首先，
政策针对一般的客观环境，而不指向具体的客观环境。比如，政策的内容
可能指的是整个夏天里天气炎热的时候，而不是具体某一天的夏日炎炎。
其次，“情境”由于环境的一般性而发生模糊。比如，主人对仆人说，“天
气热的时候，就把门窗打开”。什么时候算是天气热、热到什么程度、什
么时候打开、打开门还是窗、打开几扇门窗等都是不确定的。最后，政策
所要求的执行对象是不确指的。主人可以对仆众说 “天气热时，你们就打
开门窗，透透气”。这时仆众的界限是非常确定的，但是具体的执行人是
非常不明确的，可以是仆众中的任何一个。
表面地考察了政策执行过程后，我们再深入地考察政策执行的问题。

三 一般环境、公共问题与政治意图

一项政策首先总是一般环境的产物。政策面对的不是临时困难，而是
反复出现的困难，或未来的一般趋势。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例，中国的计划
生育政策启动得很早，1955 年卫生部党组就向中共中央递交了 《关于节制
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 ( 彭珮云: 1996: 1 ～ 3) 。1956 年，卫生部出台
了《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当时，政策出台的一般环境是: “我国人口增
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 ( 彭珮云，1996:
131) 人口的快速增长，给全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教育各方面造成了很大
的压力。
事实和趋势产生了政府和社会需要面临的问题。前者提出的问题和它

对问题的反应，形成了政府的政治意图; 后者提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因

应，聚合成社会问题。我们先考察一下公共问题。
社会学家米尔斯明言，“特定环境中的私人困难”与 “社会结构导致

的公共问题”间的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最能产生成效的区分 ( Mills，
2000: 8) 。当某些人、某些家庭甚至某些社区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环境中，
出于他们自己的或偶然的原因，遭遇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而痛苦和焦虑

时，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们的私人困难。但是，当较大的一群人、许多个
家庭乃至全国、全社会，都在面临共同的不幸，感受共同的痛苦和焦虑
时，这种不幸、痛苦、焦虑因社会制度而起作用，进而成为公共问题。公
共问题不可能由若干个人、家庭和社区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社会制度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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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由社会整体予以安排、克服。例如，1952 年卫生部制定的 《限制节育
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实施后，就有女机关干部向全国妇联反映，“已婚
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及避孕的问题”以及 “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避
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被迫自行盲目解决，采取了一

些有损身体健康的办法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后果” ( 彭珮云，1996:
146) 。当一种困难由私人的转为公共的时候，政府就需要登场了，公共政
策就需要出台了。
事实和趋势还会生成政府的政治意图。戴尔在 《理解公共政策》一书

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公共政策是政府选择去做或不去做的事。” ( Dye，
2017: 3) 政府可以做许多事，比如管控社会冲突，征税、征粮、征地，
开办或取消国营的、集体的企业、事业单位，调节收入再分配，管理、分
配各种福利资源和服务。政策之所以为政策，是因为政府面对一般的客观
环境，有所感受，并欲有所作为。
在《执行》一书的序言部分，借由他人的著作 《奥克兰没有毁》，普

雷斯曼、威尔达夫斯基径直道出了 EDA 项目 ( 经济发展管理项目) 的政
治背景和政治意图 ( Pressman ＆ Wildavsky，1984: xix) 。《奥克兰没有毁》
一书的作者是 EDA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在项目开始两年后 ( 1968 年) ，夸
赞项目为奥克兰市注入了 2300 万美元，为当地贫穷的少数族裔创造了就业
机会，保证奥克兰没有毁于少数族裔的暴乱。作者还指出，奥克兰项目为
这个身陷政治危机的国家燃起了一盏指路明灯，树立了值得效法的模式。
不是《执行》一书的作者，恰恰是项目亲历者告诉我们，EDA项目的具体
内容虽然是在受经济变化负面影响的中小城市，通过联邦基金的注入，增

加少数族裔就业机会，减少贫苦，提振当地经济，但是实际的政治意图则

在于稳定当地的政治秩序，减小暴乱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弱化局部暴乱对

整个政治秩序的示范效应，缓解国家的政治危机。在这里，我们看到，政
策必然是政治的工具。政策虽然有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执行工具，但是政
策首先是政治表达的工具。
同样，政策对象在知晓政策时，可能是先评估政策的政治意图，再考

虑政策的执行问题。他们往往会用带有 “政治性”的词汇来描述政策的
性质。
其中一个词是“民意”。民意就是政策对象用自己的政治观念来衡量

政策的政治意图。一项政策的政治意图如果同公共需求相符合，就是合于
民意的，反之，就不合民意。进而，如果一项政策的实现，现实满足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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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需求，解决了公共问题，这项政策就实际达成了其政治目的。所以，实
现的政策即政治的完成。
另一个词是“导向性”。政策对象用 “导向性”一词区分了两种基本

的政策类型: 要产生实际效果，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 只诱导思想效果，

不解决现实问题的政策。以 《执行》一书中的 EDA 项目为例。如果 EDA
项目的宣传、执行能够实际消除当地社会对黑人、少数族裔的人种偏见，
能够实际让不满的人群认为自己得到了重视、尊重，该政策的政治意图也
就部分达成了。政策的“理念”效果恰恰说明，政策首先是政治意图的表
达。因为政策在还没有执行甚至也无须执行的情况下，就可能通过政策对
象的“意图”感知和“想象”，获得实际的政治效力。
应当说，同一客观环境或同一客观趋势既会产生公共问题，也会产生

政治意图。从公共问题的一面来说，公共问题可以为政府感知、知晓、理
解、认可，从而获得政治表达，化作政策工具。但是，也有可能，社会大
众遇到的公共问题，政府并不视为急务，始终作为公共问题酝酿、发酵，
但上升不到政治层面。从政治意图的一面来说，政府常常从其自身的政治
秩序、政治安排，还有政治战略的需要出发，来感知它所面临的客观环
境，产生自身的政治意图。所以，政府政治意图的表达可以合于民意 ( 公
共问题所提出的需求) ，而不必然合于民意。有种意见认为，“公共政策活
动是以解决公共问题为取向的” ( 胡宁生，2007: 9 ) 。如本文的论证，这
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公共政策合于公共问题的需求，是人们对公共政策的
规范要求和理想状态的期待，而不必是现实的。我们应当认识到: 一方面
公共问题会产生社会大众对政府政策的需求; 另一方面政府政策首先是政

治意图的表达，而两者之间必然会存在差异、不匹配，甚至发生矛盾。
我们还会发现，政策首先是政府的政治意图的表达，故而政策就不是

政府“选择去做或不去做的事”，而是政府“要去做或不要去做的事”。只
要有政治意图的表达，而表达又通过各种渠道 ( 宣传工具、社会传播) 获
得了公众的感知，就可以说政策在执行中了。所以，本文认为，政策执行
不始于政策规划 ( 具体的方案、项目) ，而始于政治意图的表达。一项好
的政策执行的开端，不是其计划制订的好坏，而是其政治意图的表达同公

共问题的要求是否匹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公共问题由社会大众的逻
辑生成，政府的政治意图则受政府自身的逻辑约束。两种逻辑的存在和不
协调又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也是我们首先要去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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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策执行中的文本链和文本丛

基于前文的思想实验，本文已经指出，政策执行过程必然涉及沟通过

程。从沟通的角度来说，命令和政策都必然是言语行为。政策的特征在
于: 其必然指向较为一般的环境，而不是具体的环境; 还必然指向许多执

行者，而不是确指的某个执行者; 政策的语言就必然是一般的、原则的、
模糊的、不确定的。因此，政策执行就必然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 “言语
的秩序”问题，即言语本身会形成一个层级体系，而处于层级顶端的言语
确立了其他言语的分类、排序、分配诸原则 ( Foucault，1984: 108 － 138) 。
此外，顶层言语包含多种意义和潜在的意义，它就总能形成新的表述，并

由此获得自身的支配力。另一个是言语的解释问题。扬诺在其 《政策意义
的沟通》一文中指出，执行行为必然产生执行者的解释，也就是执行者对
“文本”的“阅读”，以及执行者将其 “阅读”形成新的 “文本”，而后，
新的“文本”又为政策对象、更广泛的听众 “阅读” ( Yanow，1993) 。这
里用文本链和文本丛，说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言语问题。
明确地说，文本链反映了政策执行 “文本”内在的等级秩序和时间顺

次。以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处于文本链顶端的文本包括
1980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的公开信》和 198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
工作的指示》 ( 中发〔1982〕11 号) 。处于文本链后端的文本有 1982 年由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 《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
( 中法办〔1982〕37 号) 还有各省级政府的文件，如 1982 年河北省委、
省政府颁发的《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然而，在政策对象看来，离他们最近的政策文本是实施细则。例如，

浙江省金华县 ( 今金东区) 人民代表大会颁发的《金华县贯彻执行浙江省
计划生育条例 ( 试行草案) 实施意见》就属于细则。细则要在概念上具有
无歧义性，在行为上具有可操作性。此外，细则也具有自身的层级。最下
一级的细则可能是街区水平的办事员、企业人事部的职员同具体的政策对
象互动时，需要遵守的操作守则。
自上而下来看，政策执行过程就是一个通过 “细则化”的方式，阶序

地再诠释顶层政策“文本”的过程。从以一般原则为指导的政策文本到政
策规定，从政策规定到实施细则，从实施细则到操作守则，构建起一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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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文本链。这条文本链的主要作用就是设定 “情境”。我们已经知道，
政策具有超越具体处境，指向一般处境的特征，而执行首先需要设定具体

的情境。因此，一项政策越是指向更一般、更普遍的处境，这项政策需要
链接的文本链就越长，文本链上包含的枝杈也会越多。
文本丛不同于文本链，反映的不是政策文本间的层级结构，而是在政

策执行过程中形成的诸文本围绕一个实质或核心，反复地阐明、强调、确
认、论证，部分地修订、偏离、纠正，宣传上的造势、鼓动、传播，经验
的总结、凝练、借鉴，还包括政策对象的诸多反应。如果说文本链是上下
有级、前后有序的文本层序结构，文本丛更像是围绕一个不确切的中心形
成的湍流，包含极大的随机性、不规则性，还有许多的反馈环。
在人口控制策略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就产生了极为丰富的文本。其

中包括 ( 1)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各类文件。如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
小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汇报的报告》 《国务院转批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
作汇报的报告》《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
( 2) 中央领导的讲话、信件; ( 3) 执行总负责人的各类讲话; ( 4) “两报
一刊” (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 的社论和文章，如《控制人口
的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 ( 《人民日报》1979 年 7 月 1 日) ; ( 5) 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反应，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会议精神传达、地方性
政策规定等; ( 6) 专家学者的合理性论证，如《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
题》 《关于人口 “老龄化”问题》; ( 7 ) 执行问题、经验的交流总结;
( 8) 还有执行后产生的计划报表、群众的信访记录等。
上面的例子清晰地说明，获得执行的政策实质不是预先规划的、设定

的，而是通过生成复杂的文本丛完成的。一项政策越是具有普遍性、越是
具有长远的战略意图、越是具有深远的影响、越是获得现实的执行，该政
策的文本丛也会越广袤、厚实、复杂。

五 政策执行即调整常规

人生活在常规之中。常规就是，人们在生活中应对反复出现且习以为
常的具体处境的行事方法。比如，去医院就诊，作为办事员接待访客，向
单位的领导请假等都是极平常的事务，谁都知道该如何去做，虽然各自做

的方式、风格不尽相同。人们在这些具体处境中相遇相识、相互交往、相
互交换、相互支配、相互合作、相互摩擦、相互碰撞，等等。如加芬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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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finkel，1984: 1 ～ 2) 所言: “此类实践 ( 具体处境中的实践) 构成了
永不息止、持续不断，倏忽兴起、倏忽完成的流; 它们是同样的普通事
务，重复发生，反复描述; 处境中的各方都参与其中，他们都有与之相关

的技能、知识，知道实践中细微工作、成就的名称———这些都是他们信赖
的、认可的、使用的、视为当然的; 当然，正是这些视作当然的能力的差
别，区别了诸处境，赋予诸处境各自以特色; 同时，这些能力也是诸处境

的资源、苦恼、计划，以及其余。”
人们的意愿、知识、技能、道德、情感同此类常规处境是紧密相连

的，或说就是“嵌入”其中的，而不是超然于其外的。于是，人们意愿的
调整也必然要求社会成员生活的真实环境与特定意愿相联系的常规发生

变化。
政策执行的终端是政策传递的 “神经末梢” ( 街区官吏) 同具体的政

策对象间的互动。套用利普斯基 ( Lipsky) 的概念，我们可以称其为 “街
区的”常规。利普斯基注意到，街区端的官员、办事员常处于两难境地
( Lipsky，2010: 33 － 39) 。一方面是政策对象的众多、需求的多样，另一方
面是服务资源、服务能力、服务水平的有限。此外，官员、办事员的个体
信念、责任感、道德感也常同他们维持机构生存的现实发生紧张、对峙、
冲突。因此，街区端官员、办事员趋向于发展常规做法，保护自身和机构
勿受两难境地的困扰 ( Lipsky，2010: 83 － 86) 。街区端官员有两种方式来
设置常规做法: 设定相对固定的工作流程，既保证处置服务对象有规律、
负责任、讲公平，又能免于服务对象提出更多的责任要求; 设定法律约束
或法律保障，约束和缩小官员、办事员负责任的范围，尽量只对有限的、
平常的需要提供服务。街区端官员、办事的常规做法包括: ( 1) 区别服务
对象，比如不受欢迎的服务对象、正常的服务对象、难缠的服务对象;
( 2) 配额服务，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给予不同的服务时间、资源投入等;
( 3) 减少服务接触，比如减少服务时间，让接待员负责接待，变面对面的
服务为电话服务等; ( 4) 延搁服务，用表格、申请程序、筛选程序增加获
得服务的难度; ( 5) 收缩服务的范围，比如缩小服务的地理覆盖，限定服
务对象的个性特征，正式或非正式地剔除某些案例申请。简而言之，在街
区端，政策执行就等于发展常规做法。
孙立平、郭于华通过一个乡镇的定购粮征收过程，展示了乡镇、乡镇

干部、村干部、村民之间的 “突击”常规 ( 孙立平、郭于华，2000 ) 。这
些常规包括以下几点: ( 1) 镇政府召开干部动员会，发文件，统一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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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乡镇的日常工作，派遣驻村干部，订立任务完成的指标和相应的奖惩

措施; ( 2) 和风细雨式工作法，由副镇长、镇干部、村干部组成三人工作
组，在拉家常、有说笑的讲道理中，较少摩擦和阻碍地向群众讲解政策并
推进工作; ( 3) 针对临时的困难，驻村干部则需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权力艺
术，既要帮助解决问题又不能延误工作进程; ( 4) 驻村干部在完成工作任
务时，除了依靠上级组织力量，更需要凭借自身在地方上的网络资源和

“地方性知识”，运用非正式的力量，形成对目标对象的有效劝导。所有这
些动员和组织工作方法，分类筛选的程序，“软”“硬”两面的权力技巧，
地方网络的构建，“地方性知识”的掌握，都是历史沉淀的结果。
然而，政策的终端执行不仅意味着常规的运作，即借助街区端官员、

办事员同政策对象的常规交往来完成任务，其更基本的特征在于要改变既

有的常规，建立新的常规。
例如，在研究江西南部一个村庄的精准扶贫过程时，雷望红发现，上

级要求的精准原则，在现实中存在很多问题 ( 雷望红，2017 ) 。按照原则
要求，贫困人口与贫困户的识别、确定需要先由村民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
自行申请，再由村组干部评议、公示公告，最后由上级进行筛选、抽查。
而实际的操作却是村委会按照上级的指标配给，根据村小组的人口比例分

解指标到各小组，由村小组组长评选，再由包组组长进行确认，最后由村

委会做综合平衡。这个例子有两点含义。其一，精准政策的实施要求改变
了村干部、村小组长、村民之间长期互动形成的常规，即确立村民民主自
觉的新常规，并取消以村干部和村小组长的权力运作为特征的旧常规。其
二，因为旧常规是村庄几十年来权力实施和权力冲突的结果，并非一朝之

功，所以旧常规的取消和新常规的建立也不可能以命令的形式完成，而必

然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碰撞和磨合的过程。
简言之，政治执行必然意味着改变旧常规，建立新常规; 而新常规也

不可能凭事先的规划一朝成就，其需要长期的投入、持久的耐心、不断的
学习。

六 政策执行的组织问题

政策执行必然涉及组织问题。在西方政策执行理论的讨论中，无论是
“自上而下”的视角，还是 “自下而上”的视角，抑或 “综合”的视角，
都以执行中的组织问题为讨论的核心。米特和霍恩认为，政策执行既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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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组织内 ( 政府各部门) 各个行动者间关系的质量，还要考虑执行结构的

特征 ( Meter ＆ Horn，1975) 。巴达赫视执行为游戏过程，提出顶层需要日
复一日跟踪、监督整个游戏过程 ( Bardach，1977 ) 。耶恩等认为，执行涉
及多种多样的组织单位，是一个复杂的组织过程，并提倡用网络分析方法

研究执行的组织结构 ( Hjern ＆ Porter，1981) 。巴雷特和富奇则强调，执行
依赖组织成员间和组织间存在的协商秩序或互动秩序，而执行则必然意味

着组织内和组织间妥协的达成 ( Barrett ＆ Fudge，1981) 。奥图等把执行视
作多个行动者的合作网，以联合型、序列型、互惠型划出三类网络关系，
进而论证三类网络在资源依赖、组织协调等方面各有特点，以不同方式影
响执行效果 ( O'Toole ＆ Montjoy，1984) 。戈金等强调政府内各层级间政策
信息的接受和拒绝，提出用“沟通模型”研究执行过程，其因变量是州政
府实施的成败 ( 水平) ; ① 自变量包括联邦水平的激励和约束、州与地方水
平的激励和约束; 中间变量包括组织能力、组织的环境能力，反馈和政策
修订 ( Goggin et al. ，1990: 32) 。奥斯特罗姆 ( Ostrom) 从制度视角出发，
提出用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 (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AD)
研究执行的组织问题，指出执行中互相依赖的行动者身处相互作用、协调
的制度空间 ( “行动区”，action area) 中，其行动既受他方行动的影响，
也受制度规范、共同体特性和自然资源的约束 ( Ostrom，1999) 。因此，在
一个框架下，政策执行必然包含约束、协调诸多组织层级、组织单位、单
位内部成员的利益和冲突。
本文认为，克罗齐耶 ( Crozier) 、费埃德伯格 ( Friedberg) 视组织为局

部的、人为的、权变的、策略互动的行动系统，把握了组织的主要问题。
两位组织理论家认为，具体行动系统不是自然形成的事物，而是人们为了

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依据环境、文化、处境而偶然建立的存在 ( 克罗齐
耶、费埃德伯格，2007: 191 ～ 209 )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行动系统
要能解决集体行动的秩序问题、相互依存问题、合作和冲突问题。从人为
设立的角度来看，行动系统既是合理的，即它要通过规则构建、规制维
持、规则修订维持整个行动构架也是偶然的，换言之，不存在唯一合理的
构建方案，具体的构建活动总是依据环境、文化、制度、传统有限理性选
择的结果。从具体运行的角度来看，具体行动系统不过是结构化的游戏整
体。一方面，游戏的参与者受限于游戏规则，从而实现集体目标;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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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游戏参与者又通过自身的策略行为，维持游戏规则。最要紧的是，组
织游戏是权力游戏。组织游戏的各方参与者，依凭各自的王牌、资源、实
力，通过自身策略的合理选择，试图扩大自身的自由行动的选择空间，限

定、减少、控制他方行动的不确定性。概括而言，两位理论家指出，组织
通过在一个统一的行动框架内多个行动者之间持续进行的权力游戏，去实

现组织的目标和持存。
同许多执行理论家一样，本文把组织问题看作政策执行中的重要问

题。但是，本文不认为组织问题是独立的问题，而是认为组织问题始终贯
穿上述的三个主要问题。概言之，组织问题既同政策执行的政治意图与社
会需求密切关联，也同政策执行的文本链、文本丛，以及政策执行中的各
种常规紧密结合在一起。本文利用国内的研究，从已论述的三个问题出
发，简要考察组织问题。
首先，组织过程联结了政府的政治意图和公众的社会需求。已有学者

注意和总结了中国大陆政策执行中的组织特征 ( 贺东航、孔繁斌，2011，
2019) : ( 1)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党主导
下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呈现“高位推动”特点; ( 2) 从中央到省，从省
到市、县，从市、县再进入乡镇、村庄的层级结构; ( 3) 从中央各部委到
地方各职能局办，再到最基层各职能业务的 “条条”行政。上述诸特征给
政府政治意图的落实和公众社会需求的满足带来独特的复杂性。比如，在
政策执行过程中，如何保证地方政府的政治意图同中央政府的政治意图保

持一致? 如何保证基层政府的政治意图不背离上级政府的政治意图? 现实

中，解决的办法是“高位推动” “工作领导小组” “五书记抓林改”等策
略。再比如，从公众的社会需求来看，政府的层级和职能越趋向基层，越
能感受、理解地方公众的社会需求，也越能采取有效的办法，解决具体的
公共问题; 反之，中央、上级政府对公共需求只有较普遍的感受和认识，
也只能针对一般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样，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在解决
具体的公共问题时，如何既有针对性，又不背离、违反上级的统一指令
呢? 现实中，似乎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问题的解决通常依赖各地方政府
的决心、能力、技巧、智慧，完全是权变性的。
其次，执行中的组织问题同文本链、文本丛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政策

“变通”现象上 ( 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2011 ) 。所谓政策 “变通”
就是政策内容的置换，或者是在解释、细化上级政策原则、目标、要求的
过程中，下级政府、地方政府根据本级政府、部门的权力、利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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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次级文本。这时，如果我们将这些次级文本同上级政府的文本以及
其他同级政府、部门的文本相对比，当能发现明显的 “解释”差异。或
者是下级政府、部门依凭自身的权力、利益、需要，用本级政府、部门
形成的诸多文本修正、削弱、压制、替换原来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
政策 “变通”不是不执行，“变通”恰恰说明政策获得了执行。还要注
意到，不存在所谓的 “对原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因为，一方面，政
策必须通过 “解释”来执行; 另一方面，政策的 “解释”过程即组织
内、组织间的约束和约束反应过程。消除政策 “变通”的唯一方式是消
除组织的权力游戏，而组织的存在与活力则源于组织间和组织内的约束

和约束反应。
最后，“目标管理责任制” ( 王汉生，王一鸽，2009) 、“晋升锦标赛模

式” ( 周黎安，2007) 、“基层共谋” ( 周雪光，2009) 、“项目制” ( 折晓
叶、陈婴婴，2011) 、“运动型治理” ( 周雪光，2012) 、“检查应对” ( 艾
云，2011) 都属于上级政府、部门同下级政府、部门的常规交往。从组织
的视角看，组织的上层同组织的中层、下层的权力游戏是围绕整个组织既
有的常规展开的。上级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管理责任制”“锦标赛模式”
“项目制”设立新常规，制约下级政府、部门的行为方式，从而确保上级
指令获得下级执行。“运动型治理”是突然打破下级政府、部门既有的常
规建制和日常行为，通过短期内合并下级组织的职权，迅速地实现某个组

织目标。“共谋”是两个或多个下级政府和部门联合起来隐瞒其组织内既
有的运作方式，从而免除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直接监督和指导。“应对”
则是基层政府、部门通过侦查、欺骗等手段，保证自身既有的常规模式不
被上级发现，不为上级改变。
自此，本文论证了政策执行涉及的三个问题，即政策的政治意图和公

众的社会需求、政策执行过程的文本链和文本丛以及政策执行与常规调
整。同时，本文认为，组织问题又贯穿于执行问题的所有层面。

七 讨论: 政策执行的虚与实

前文已经分析了什么是政策执行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回答: 政策执

行的分析是否能建立在“成败说”或“梗阻说”之上。答案是否定的。因
为根据本文的分析， “成败说”和 “梗阻说”为自己设置的那些 “想当
然”的前提假设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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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成败说”和 “梗阻说”预设政策执行的唯行政性，即认为政
治和行政之间有清晰的界限，而政策执行仅涉及行政事务，与政治过程无

关。但是，本文的分析表明，政策执行的起点是政治意图的表达。如果一
项政策的政治意图的表达被公众接受了，那么就可以说政策已经得到了执

行。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政策的执行仅限于政治意图的表达，并没有具
体的规划和项目可予以执行。此外，从公共困难的角度来考察，许多极其
“成功地”执行的政策其实并没有能够解决公共困难，反而削弱了公众对
政府的认同。因此，如果忽略了政策执行的政治性质，那么我们就会在执
行研究过程中，对许多没能执行的政策以及许多被 “成功地”执行的政策
有不正确的判断。
其次，“成败说”和 “梗阻说”预设政策沟通过程是无摩擦的。然而

在现实中，政策沟通过程中形成的文本链和文本丛，都是组织内部和外部

权力游戏的产物。假定政策沟通过程的无摩擦性质，等于假定组织内部和
外部权力游戏的不存在。这样的假定是极其不现实的。
最后，“成败说”和 “梗阻说”预设常规行为可以随意变化，或是根

本忽略了常规行为在制度运行中的作用。事实上，常规行为是制度运行的
基础。它是组织内部和外部长期的权力游戏的结果。因此，常规行为的改
变不可能由行政命令完成于朝夕。
基于政策执行过程的复杂性，本文提出，用“虚实说”来代替 “成败

说”“梗阻说”。虚实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核心观念。在此，我们不准备讨
论它们的哲学含义，仅借用钱锺书在 《管锥编》中阐明的诠释原则，即
“兼背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的原则 ( 钱锺书，1979: 6 ) ，指出虚
实有以下若干意义。虚实的第一个区别是形式和内容的区别。形式上的事
物，比如命令、原则、规划、设想等，都是属于虚的东西; 内容上的事
物，比如具体的行动对象、手段、工具、程序和准则等，都是属于实的东
西。虚实的第二个区别是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区别。虚的事物代表未来可能
实现的东西，而实的事物是那些过去的和已经实现的东西。虚实的第三个
区别是包容性和排斥性的区别。虚的事物能够容纳更多的独特性和个体差
异，而实的事物更具特异性和个体性，相互抵触、碰撞和排斥。虚实的第
四个区别是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区别。虚的事物往往是简单的，而实的事物
往往是复杂的。根据上述虚实的含义，我们将政策执行过程中涉及的虚实
关系进行整理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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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虚实关系

执行过程 虚 实

执行的起点 政治意图 公共困难

文本化过程 政策原则、总体规划初始的文本丛
基层官员、办事员的具体目
标、行为守则形成的文本丛

常规的过程 新常规的建立 旧常规的改变

组织过程 ( 约束和约束

反应行为)

简单的约束和约束反应行为; 促进

合作的权力游戏

复杂的约束和约束反应行为;

增加冲突的权力游戏

一项要执行的政策，就其从政府政治意图的表达来看，它是虚的。因
为，政策仅是政府对其客观环境的主观感受、认识，是其所欲采取的行
动。当时的环境内，公众所遭遇的公共困难则是实的，那是千万个家庭、

个人乃至村庄、社区实际遭遇的不幸、正在感受的痛苦、急于解决的困
难。如果政策的政治意图客观正确反映了公众的公共问题，那么就可以说
“虚合于实”; 反之，这政策就是 “虚不应实”或 “虚而无实”。一项 “虚
合于实”的政策才有执行的必要; 一项“虚不应实”的政策没有现实执行
可能更好，若真被执行，不仅不能解决公共问题，而且可能加重原来的问

题，或带来新的问题。所以，政府在执行一项政策前，先要评判这政策是
“虚合于实”，还是“虚不应实”。若是后者，政府就应当放弃原来的规划，

并根据公共问题的实际情况，另立新的规划。

如果一项政策是“虚合于实”的，那么这项政策的政治意图就旨在解
决公众的公共问题，这项政策也就获得了良好的执行基础，可以正式进入

执行过程。从政府的政策规划到解决公共问题的总过程，可称作 “由虚向
实”的过程; 在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主观感受、认
识、评判又逆向影响政府执行的意志、策略、节奏，从而构成一个 “由实
向虚”的过程。因此，从整体过程来看，政策执行就是一个 “由虚向实”

再“由实向虚”的过程。虽然起点和终点都是政府的政治意图，但是整个
过程则在于解决公众的公共困难。

公共困难的解决最终有赖于改变旧的 “街区”常规，建立新的 “街
区”常规，这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一方面，任意一地
“街区”常规的建立，都需要经年累月的磨合，短则 3 ～ 5 年，长则 10 多
年或几十年; 另一方面，所有地方 “街区”常规的形成，都不受行动参与
者意愿的控制，是多方参与者的长期互动产生的 “意外结果”。所以，“街
区”常规总是“实而不虚”的。当政策执行需要消除某些旧常规时，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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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化实为虚”的过程; 而建立新常规的过程又是 “转虚为实”的过
程。这两个过程常常不是递进的而是并行的，在 “化实为虚”的同时，有
“转虚为实”。在政策执行这一环节上，最要紧的是不要因为政策的 “执
行”使旧常规“实而又实”。比如，原本要通过精准扶贫削弱乡镇和村委
对村民的单向权力，反而可能因基层控制了新资源的流向，加强了地方政

府、办事员、村干部的单向权力。此外，旧常规的 “实而又实”又会对应
新常规的“虚而无实”，即通过搭建似乎是新的 “花架子” “门面”掩盖
旧的常规。
实现政府的政治意图、解决公众的公共困难、化旧 “街区”常规为新

常规的过程，是一个文本构建和文本解释过程。用虚实的语言来说，位于
文本链起点的政策原则、总体规划是虚的，处于文本链尽头的基层官员、
办事员的具体目标、行为守则是实的; 初始的若干文本是缺乏实质精神
的，而后由各级政府的解释、经验总结，由大众媒体的宣传，由公众的反
响、舆论形成的文本丛，则有其实质精神。从文本链的角度说，政策文本
的起点应当是虚的，要尽量指明方向和原则，而少一些具体的目标和手

段; 政策文本的尽头应当是多样化的、具体的、细致的。这样前者才能掌
握统一，后者也才能做到 “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从文本丛的角度来
说，应当尽量扩大文本实质的广度，容许多种可能的文本解释，甚至容许

基层政府形成相对自主的文本实质; 最重要的是，应当鼓励而不是压制公

众参与文本实质的建设的积极性，因为公众才是政策文本最终的解释者。
最后，约束于一个组织框架、朝向一个组织目标、持续反复进行的组

织参与者间的权力游戏即政策执行过程本身。用虚实的语言来说，简单的
权力游戏是虚的，复杂的权力游戏是实的; 促进合作的权力游戏是虚的，

增加冲突的权力游戏是实的。因此，就政策执行的组织问题而言，本文提
出的一般原则是“反实为虚”，即减少整个组织内权力游戏的复杂度，多
些合作的权力游戏，少些冲突的权力游戏。
比如说，中央政府可以容许地方政府多一些自主的政策规划，可以少

一些全国统一的政策规划; 中央政府可以多提政策的远景和一般的政策原

则，少一些必须要实现的目标和具体要采纳的手段; 中央政府可以多用合

法性工具约束地方政府，而少用行政指令、资源控制等手段来约束。这些
做法都可以减少中央和地方的对立博弈，增强中央和地方的沟通、协作。
基层也一样，可以适当收缩组织的边界。比如，容许村委会、社区居委会
有更多的自主性，减少对它们的组织控制和行政指令，就可以大大简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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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权力游戏。组织内权力游戏的简化，短期内可能会产生不协调甚至混
乱的局面，会增加解决公共问题的难度。但是，长期而言，这样做会使组
织内有更通畅的交流、更协调的合作，从而更符合实际地解决公共问题。
一言以蔽之，政策执行不能以成败论，而应以虚实论。据成败论，虽

然可能“成功地”执行政策，但其执行的结果可能既没实现政策的政治意
图，也没解决公众的公共问题。而据虚实论，政策执行就是一个复杂的虚
实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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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policy implementation has long been a vast area of study，it has

always develope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uccess and failure. T he article challenges this

perspective by clarifying the problems that are inevitably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 he author argues there are problems on three levels of policy implementa-

tion，which include the political intention and the public issue，text chains and text thicket，

and routine adjustme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the organizational problem runs

through all problems on the three levels. T 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advantage of the per-

spective of virtuality and reality over the perspective of success and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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